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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碧泉书院的文化史地位 

陈代湘
1
 

(湘潭大学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湘潭“碧泉书院”是南宋最早的理学学派——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的书院,在当

时影响甚大,张栻、彪居正、吴翌等人就学其中,史称“衡岳湖湘之学,皆起于此”。张、彪等人学成之后,传胡氏之

学于岳麓书院,促成了岳麓书院在学术和文化上的辉煌。碧泉书院在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具有

非常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创新之所,也是湘学和湖湘

文化兴盛之源。 

【关键词】：碧泉书院 历史地位 湖湘学派 

位于湖南湘潭的“碧泉书院”,是南宋最早的理学学派——湖湘学派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的书院,目前古书院已毁,

但遗迹尚存。 

在文化史上,碧泉书院在湖湘学派以及湖湘文化史上具有非常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

地,是湖湘学派的理论创新之所,也是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一、湖湘学派发源地和第一个学术基地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冬天,胡安国携家眷躲避战乱来到湘潭碧泉,创建书堂(后改为书院),著书立说,讲学授徒,标志着湖

湘学派的诞生。 

从学派传承角度看,湖湘学派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的过程,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

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如果从地域空间以及理论建树的角度来看,湖湘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显著的阶段,即碧泉书院阶段和岳麓书院阶段,碧

泉书院和岳麓书院也相继成为湖湘学派的两大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 

碧泉书院的创建是在胡安国和胡宏父子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胡安国来碧泉隐居,以住宅为书堂,读书讲学,这就是碧泉书院

的雏形。胡安国迁居碧泉之后,朝廷又重新召用他。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彻底厌倦了官场的争斗和倾轧,下决心不再出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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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湘潭碧泉,买山辟地,修建真正的书堂。胡安国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中记述其父此时的行迹和心情曰:“乃渡南江而西,休

于衡岳,买山结庐,名曰‘书堂’,为终焉计。”1需要说明的是,胡寅在这里所说“休于衡岳”中的“衡岳”,乃指包括碧泉在内的

大衡山地域,而不仅仅指现今地理概念的南岳几个山峰。这种表述在古人的著述中非常普遍,例证极多,湘潭地方文化研究会的何

歌劲先生对此辨析颇明,兹不赘述,可参阅何歌劲《碧泉胡氏迁湘史事考》2。 

胡安国在碧泉修建的书堂,可以依据地名叫“碧泉书堂”,后人也可依照胡安国去世后的谥号而称“文定书堂”,亦可合称

“碧泉文定书堂”。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去世,胡宏继承父亲遗志,将书堂扩建,并更名为“碧泉书院”。 

这段历史,胡宏本人有明确的记载。现存《胡宏集》中有《文定书堂上梁文》和《碧泉书院上梁文》两篇珍贵的历史文献,

是文定书堂和碧泉书院最早的历史记录。 

胡宏的《有本亭记》一文还记述了最初胡安国携家眷定居碧泉以及买地筑室的过程: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

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

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

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乃求得其地,夷榛莽,植松竹,

山有为樵牧所残者养之,流有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为草木所湮没者辟之。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 3。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胡安国携家眷来到碧泉后,见碧泉之美,山川之胜,决定隐居于此,并开始修建居所和书堂以及改造周

边环境。只不过“未及有成,而先君子长弃诸孤”,即直到胡安国去世,尚未完全竣工。胡宏继承父亲未竟事业,将书堂扩建为书

院,完成建筑工程。 

有人认为胡安国的书堂不在湘潭碧泉,而在南岳衡山,这一点需要辨明。 

胡安国在湘潭碧泉建有书堂,这是凿凿事实,可以从胡宏得意门生张栻的两首诗中得到有力印证: 

其一:《过胡文定公碧泉书堂》。 

入门认溪碧,循流识深源。念我昔此来,及今七寒暄。人事几更变,寒花故犹存。堂堂武夷翁,道义世所尊。永袖霖雨手,琴书

贲丘园。当时经行地,尚想语笑温。爱此亭下水,固若玻璃盆。晴看浪花涌,静见潜鳞翻。朝昏递日月,俯仰鉴乾坤。因之发深感,

倚楹更无言。 

其二:《淳熙乙未春,予有桂林之役,自湘潭往省先茔,以二月二日过碧泉,与客煮茗泉上,徘徊久之》4。 

下马步深径,洗盏酌寒泉。念不践此境,于今复三年。人事苦多变,泉色故依然。缅怀德人游,物物生春妍。当时疏辟功,妙意

太古前。屐齿不可寻,题榜尚觉鲜。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于役有王事,未暇谋息肩。聊同二三子,煮茗苍崖边。预作他年约,

扶犁山下田
5
。 

张栻的这两首诗,第一首标题即点明胡安国(胡文定公)的“碧泉书堂”,全诗对碧泉潭、潭前小溪、有本亭以及碧泉书堂进

行了描绘,又回忆了当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此讲学,自己到碧泉书堂(碧泉书院)来求学的情景。第二首标题提到湘潭碧泉,诗中

“当时疏辟功,妙意太古前”“书堂何寂寂,草树亦芊芊”等句,亦明确说到碧泉潭旁边的碧泉书堂,而且认为胡安国在此建造碧

泉书堂,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在学术上有创拓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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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胡安国在南岳是否也建有书堂?答案是:胡安国在南岳也建有书堂,只不过,时间在湘潭碧泉书堂之后。如上文所述,胡

安国一家于建炎三年(1129)在其湘潭籍弟子黎明和杨训的引导下来到湘潭碧泉定居,以居所为书堂,这是碧泉书堂的开端,也是

碧泉书院的雏形。绍兴三年(1133),胡安国决心彻底归隐时,先回到湘潭碧泉“买山结庐”,建造书堂,同年稍后,又到南岳建造书

堂,此后往来于湘潭与南岳之间,授徒讲学。 

在两地之间,胡安国在湘潭碧泉居住时间为多,其代表作《春秋传》主要是在碧泉写作的 6。胡安国去世后,葬于离碧泉十余

公里的湘潭隐山,今存其墓,可参拜。 

胡宏是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胡宏一直居住在碧泉。胡安国去世后,胡宏将碧泉书堂扩建为碧泉书院,并在此完成了其

代表作《知言》的写作。胡宏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去世
7
,与其父合葬于隐山。 

综上所述,可以断言:碧泉书院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 

湖湘学派的第二个学术基地是岳麓书院。碧泉书院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之源。 

岳麓书院前身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僧人办学之所,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在僧人办学基础上,正式创建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北宋时期虽然办学不辍,是有名的教学场所,但其真正震古烁今的学术和教育影响力还是在胡宏的弟子们从碧泉书院

转移到岳麓书院之后形成的。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毁于战火。乾道元年(1165),刘珙(字共父)为“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全面修复了岳麓书院,礼聘张

栻出任岳麓书院主教,胡宏另外一名弟子彪居正担任书院主管。朱熹在《观文殿学士刘公行状》中曾提到此事: 

潭州故有岳麓书院,真庙特赐以敕额,给田与书,经乱芜废。公(指刘珙——引者)一新之,养士数十人,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

之长,而属其友广汉张侯栻敬夫时往游焉。与论《大学》次第,以开其学者于公私义利之间,闻者风动 8。 

需要说明的是,朱熹在这里提到刘珙修复岳麓书院,聘彪居正“使为之长”,而请张栻往游讲学。此处的“使为之长”,并不

是指岳麓书院山长,而应指书院的主管。也就是说,此时彪居正因年长德高而任书院主管,而教学方面则是张栻主之。因为当年张

栻和彪居正的老师胡宏曾致书秦桧,拒绝出仕为官,但却请求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这一教职:“今若令潭守与漕臣兴复旧区,重赐院

宇,以某有继述其先人之志,特命为山长,依州县监当官,给以廪禄,于以表朝廷崇儒广教之美。”9可惜秦桧不愿成人之美,胡宏的

愿望未能实现。老师胡宏自求为岳麓书院山长未成,故而其弟子皆不敢为,只能将山长位置虚置。这一点,朱熹也说得很明白: 

长沙故有岳麓书院,国初时,郡人周式为山长,教授数百人。后更变乱,院废而山长罢。五峰方辞秦氏礼命时尝请为之,不报。

乾道初,帅守建安刘公珙始复立焉,犹虚山长不置。至是,转运副使九江萧侯之敏始以礼聘君(指吴翌——引者)请为之。君曰:“侯

之意则美矣,然此吾先师之所不得为者,岂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辞不能,萧侯亦高其义,不强致也 10。 

吴翌字晦叔,亦为胡宏弟子,朱熹跟他是好友,学术上则是论辩的对手。朱熹在这里提到刘珙修复书院时,一开始“虚山长不

置”,后来萧之敏又想聘吴翌为山长,吴翌则明确表示因其师胡宏当年欲为而不得,所以他也不敢当。山长一直虚而不设,吴翌所

说的不敢为的理由,应是胡宏弟子们的普遍心理,以此推之,彪居正也不会当山长。况且,朱熹明确提到萧之敏想聘吴翌为山长时

一直是“虚山长不置”,因此,朱熹在《刘公行状》中提到的“延礼修士彪君居正使为之长”,此“长”不应是指“山长”,而应

是指行政事务方面的主管。 

二、湖湘学派理论创新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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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泉书院不仅是湖湘学派的第一个学术基地,而且,如果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也是湖湘学派最重要的学术创新之所。 

胡安国所著《春秋传》,是湖湘学派的开山之作,此书主要是在碧泉书院写作的
11
。湖湘学派的学术定鼎之作,同时也是最具

创新价值的著作,则是胡宏的《知言》,这部著作完全是在碧泉书院完成的。 

作为湖湘学派的创始者,胡安国尽管在哲学理论体系上贡献尚显不足,但其所著《春秋传》也有相当的分量和特色。 

《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是鲁国历代史官的记事,后经孔子整理删定,被当作儒家经典流传下来。儒家学者对《春秋》

的评价很高,尤其看重该书的现实指导意义。程颐说:“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

例也。”
12
又说:“五经如药方,《春秋》犹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

13
胡安国私淑程氏洛学,对程颐之说是相当信服的。

程颐高度评价《春秋》一书的现实之用,胡安国承续此意,对《春秋》作了更高的评价,他说: 

《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

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故君子以谓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

断例也。学是经者,信穷理之要矣;不学是经而处大事、决大疑能不惑者,鲜矣
14
。 

在胡安国看来,《春秋》既可上达五经之道体,又可下贯五经之妙用,是万世百王的法度准绳,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高得无以复

加了。 

因为《春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胡安国对现实政治有着极强的敏感性,对金人入侵,中原沦陷,华夏受制于“夷狄”深

痛于心,所以他希望用《春秋》来引导君主把儒家崇奉的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使内圣的高远原则在切近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中得

到落实。 

胡安国专意研治《春秋》30 余年,花费了巨大的心血,经过反复斟酌和修改,撰成《春秋传》这部呕心之作,当时就得到了政

界和学界的高度认可。宋高宗特颁诏书,令胡安国专门纂修《春秋传》,以供御览。书成,高宗读了之后赞扬该书“深得圣人之旨”。

后来,胡安国的《春秋传》在元、明两朝被定为科举考试的经文定本,影响很大。 

胡氏的《春秋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得到高度的认可。朱熹在谈到胡安国《春秋传》时说: 

可学因问:“左氏识见如何?”曰:“左氏乃一个趋利避害之人,要置身于稳地,而不识道理,于大伦处皆错……大抵《春秋》

自是难看。今人说《春秋》,有九分九厘不是,何以知圣人之意是如此?平日学者问《春秋》,且以胡文定《传》语之。”15 

又,朱熹曾转述他的老师李侗的话,说: 

李先生言:“罗仲素《春秋说》,不及文定。盖文定才大,设张罗落者大。”16 

罗仲素即李侗的老师罗从彦,李侗认为胡氏的《春秋传》比罗从彦的《春秋说》好,这是客观的态度。朱熹尽管认为胡安国

说得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也从总体上肯定胡氏的《春秋传》超越了前人,而且所说“尽是正理”
17
。 

朱熹在当时就看出胡安国的《春秋传》不全符合圣人“原意”,但却又非常肯定胡安国所说道理的正确性,这一点正是胡氏

的《春秋传》的特点,而这个特点的基础就是胡安国有感于金人入侵,华夷冲突的社会现实。 

胡安国在其所著的《春秋传》中特别强调“华夷之辨”这个所谓“春秋大义”,原因就是他“感激时事”,深恐中华礼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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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遭到“夷狄”的毁灭。在胡安国看来,《春秋》不是一部普通的史书,而是一部寄寓着华夏礼义内容的经典著作,是“百王之法

度,万世之准绳”。孔子删述此书也不仅仅是整理文化典籍,而是保存和复兴华夏礼义文化。胡安国说: 

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

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

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

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衰在己,而由人乎哉!18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

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金兵入侵,中原沦丧,国

破家亡,“夷狄”肆虐,再加之由来已久的佛老之学猖獗,胡安国在“斯文将丧”的民族文化危机时刻而研治《春秋》,创办书院,

聚徒讲学,以期唤起人们对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使“斯文”后继有人,不至丧灭于“夷狄”之手。正是胡安国的

这种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他的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真正构建了完备的哲学体系,从而奠定湖湘学派理论基础的是胡安国季子胡宏(五峰)。全祖望评价胡宏说:“绍兴诸儒,所造

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19 全氏认为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即奠定湖湘

学派的理论基础,而这个理论基础就是胡宏在碧泉书院这一空间场域中奠定的。 

胡宏的学术地位在现、当代海内外学术界得到了更大的彰显。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得出两个非同一般的结论,一是将

程颐(伊川)和朱熹从理学正宗位置上拉下来,判为“别子为宗”;二是把胡宏(五峰)和刘宗周(蕺山)判定为与程朱、陆王并列的

独立系统,而且推为“正宗”圆教。他认为,伊川、朱子将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炼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

将孟子之本心视为实然的心气之心,于工夫(即修养方法)则特重后天之涵养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与宋明儒“大宗”不合,

亦不同于先秦儒家旧义,故为“歧出”,是“别子为宗”20。胡刘与陆王可会通为一大系,与伊川、朱子相比较,此一大系为宋明儒

学“正宗”。但在这一大系中,陆王之学只是一心之朗现、伸展、遍润,对于客观地自“於穆不已”之体言道体性体者无甚兴趣,

客观面不能挺立,有虚歉之感;只有胡宏第一个消化承续程颢(明道)之圆教模型,客观地讲性体与主观地讲心体两面皆圆满,特提

出“以心著性”义以明心性所以为一之实以及一本圆教所以为圆之实,于工夫则重在“先识仁之体”,正式言“逆觉体证”21。因

此,在牟宗三看来,五峰、蕺山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可谓圆满的“正宗”圆教。 

自南宋以来,历来学者都认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朱子学是儒学正宗,牟宗三却发惊世之论,认为朱熹是“别子为宗”,胡宏

才是最正宗的儒学大师。牟氏此论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尽管学术界对谁是“正宗”的问

题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对胡宏历史地位的肯定和彰显,却是毋庸置疑的了。将以胡宏为代表的“五峰、蕺山一系”看成与程朱、

陆王相并列的独立理学派系,也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胡宏思想创新性极强,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等哲学主要论域都提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性,天下之大本”

的本体论,使他成为既不同于程朱“理本论”,又有别于陆王“心本论”的“性本论”的代表人物,亦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

特色。除此之外,胡宏提出的善恶不足以言性、心以成性、天理人欲同体异用以及先察识后持养的工夫论,都是颇具创造性的哲

学思想,也是南宋湖湘学者坚守而具有鲜明学派特色的理论 22。 

三、湘学和湖湘文化兴盛之源 

“湘学”是以哲学为核心的湖湘学术,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湘学以湖湘哲学为核心和灵魂,其范围则不尽限于哲学,文、

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理论,都属于湘学。“湖湘文化”则是一个涵盖面极广的概念,“不

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的内容,而且包括民风、民俗、民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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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将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的土特产等物质文化的内容都包括在内”23。可见,湖湘

文化的概念要比湘学的概念宽泛得多。但无论湖湘文化包罗有多广,其核心却是湘学。 

湘学和湖湘文化形成于宋代,而宋代之前湖南地区的文化,则应该称作“湘楚文化”,不能叫“湖湘文化”。因为,尽管湘楚

文化是湖湘文化的地域文化基础,但二者的性质却是不同的。湘楚文化属于古代楚文化系统,而湖湘文化则是一种理学文化,属于

儒学系统。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是南方文化的代表 24,儒学(以及墨学等)则是北方文化的代表。当时的南、北文化性质截然有

别。先秦时期,以孔子为集大成者的儒家文化,注重人道、社会、政治,而对于天道、宇宙、鬼神等问题则不甚重视。 

《论语》载: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5 

“子不语怪、力、乱、神”26。 

可见孔子不喜谈天道、鬼神等问题。从哲学上来说,哲学包含三大领域,即宇宙论(包括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人生论、

知识论(认识论),孔子显然对宇宙论不甚重视。 

然而,在古老的楚国大地,楚人对天道宇宙问题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老子和庄子是先秦时期道家的两位大师。老子是苦县

厉乡曲仁里人,地处今河南省鹿邑县与安徽省亳县之间,本属陈国。《史记·货殖列传》云:“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

也。”说明陈地在当时属于西楚。据《左传》宣公十一年、昭公八年、哀公十七年等处记载,楚国曾多次灭陈,数次以陈为楚之

一县,中间虽亦曾复其国,而陈侯实同傀儡,陈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次皆已属楚。这段时间是老子生活的时期。因此,人

们直接称老子为楚人。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云: 

古代北方之学派中非无深邃统一之哲学,然皆以实用为宗旨……故孔、墨之徒皆汲汲以用世为事。惟老、庄之徒生于南方(自

注:庄子,楚人,虽生于宋而钓于濮水。陆德明《经典释文》曰:“陈地水也”。此时陈已为楚灭,则亦楚地也。故楚王欲以为相),

遁世而不悔,其所说虽不出实用之宗旨,然其言性与道颇有出于北方学者之外者 27。 

王国维在自注中说明了庄子是楚人。受南方楚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老、庄道家,与以孔、墨为代表的北方学派有着明显的区别。

王国维指出孔、墨北方学派以实用为宗旨,而楚地的老、庄道家哲学则更关注对性与天道的探索。孔子罕言性与天道,而老、庄

则喜言性与天道。 

对天道的探索和喜爱根源于楚地丰富的神话传说。古代楚人极富浪漫的神话想象力,创造出震撼人心、无与伦比的神话传说。

现今所见的中国古代神话,主要来源于《山海经》《淮南子》《楚辞》《庄子》等著作,而这几部著作皆产于楚地或为楚人所作。28

由此可见,楚文化可谓是中华神话文化的渊薮。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羿射九日、共工怒触不周山……,这些脍炙人口的神话故

事,是楚神话的精品,也是中华神话文化的瑰宝。以老子、庄子、屈原等人为代表的先秦楚地思想家,面对楚文化中神话的海洋,

其著作无可避免地受到强烈影响,把当时口头相传的神话材料当作重要的依据。《老子》书中“刍狗”“谷神”“玄牝”等语,即

来自神话传说。《庄子》书则更加广泛地运用神话传说材料,故而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29。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

等传世名篇,更是把人带进瑰丽奇伟的神话艺术境界。 

神话是楚地先民探索和解释天道宇宙的最初思想成果,反过来又刺激了楚地思想家对天道宇宙的兴趣。楚地思想的最高理论

成就——老、庄道家哲学所阐发的“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派生宇宙万物的原始基质,具有非常明显的天道论和宇宙论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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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这与北方儒家所着重阐扬的人文之道、伦理之道是相当不同的。 

另外,楚人崇巫,楚地巫风盛行,这一点也是跟儒学不同的。孔子关注的是此生和人世,对来生和鬼神等具有宗教性质的领域

不甚措意。《论语》曰: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30 

而楚人则不同,楚地巫风飘飘,源远流长。据《国语·郑语》和《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是祝融的后裔,而祝融是高辛的

火正。祝融本义为远古一种职司的称谓,乃火正之别号 31。火正、祝融在远古时期是一种带有神职色彩的祭司一类的职务。《汉

书·五行志上》云:“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
32
可见,楚之先祖祝融就与祭祀等神职活动有密切关系。又《左

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供御王事。”这里提到熊绎为周天子献桃弧、棘矢以禳灾之事,亦可见楚之先王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汉代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33说明了古代湖南大地上巫风盛

行的情况。朱熹在《楚辞集注》中也说:“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
34
湘

楚先民信鬼好祀,常使巫觋作乐舞以娱神的巫风传统,与楚神话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湖南地区在宋代之前,一直处于这种重天道、崇鬼神、尚巫风的楚文化影响之下,北方儒学文化在湖南影响较小。到了宋代,

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北宋时期,湖南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周敦颐,开创了理学,这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只

不过,由于周敦颐著述和讲学较少,其学术在北宋时期的湖南地区影响不大,所以晚清湘潭人王闿运说周敦颐的学术“乡邦无传

其学者”
35
。周氏之学(濂溪学),由他的两个著名弟子程颢和程颐传播到北方的河南洛阳,并发扬光大,演变为“洛学”。后来,洛

学经二程弟子们回传到南方,湖湘学派是这个回传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理学学派。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胡宏弟子张栻等人,

以湘潭碧泉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在当时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湖南地区的影响当然更加深远。

自此之后,湖南地区的文化由楚文化(湘楚文化)转变而为儒家文化(理学文化),湖南地区成为著名的“理学之邦”。后来王船山

总结宋明理学,曾国藩、左宗棠等晚清理学名臣在政治、军事领域纵横捭阖,叱咤风云,甚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受到了湘学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湘学和湖湘文化在湖南地区的兴盛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其源头就在湘潭碧泉。作为湖湘学派起源以及

最早进行学术创新和人才培养活动的空间场域,碧泉书院当之无愧地成为湘学和湖湘文化的兴盛之源。朱熹诗云:“半亩方塘一

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亘古不断、喷涌不息的碧泉,极具象征意义,它是湘学和湖湘文化

长盛不衰的源头活水。 

注释： 

1胡寅:《斐然集·崇正辩》,岳麓书社 2009年版,第 518页。 

2《湘学》第 7辑,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4—105页。 

3《胡宏集》,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153—154页。 

4《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 1999年版,第 560页。 

5《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 1999年版,第 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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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湘学》第 7辑,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6—109页。 

7陈代湘:《胡宏卒年辨》,《朱子文化》2008年第 2期。 

8《朱熹集》卷九十七,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955页。 

9《胡宏集》,中华书局 1987年版,第 105页。 

10《朱熹集》卷九十七,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007—5008页。 

11《湘学》第 7辑,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106—109页。 

12胡安国:《春秋传·述纲领》。 

13胡安国:《春秋传·述纲领》。 

14胡安国:《春秋传·序》。 

15《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 1994年版,第 2959—2960页。 

16《朱子语类》卷一百二,中华书局 1994年版,第 2596页。 

17《朱子语类》卷一百一《胡康侯》条云:“文定大纲说得正。”另《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载:“问胡文

定《春秋》。曰‘他所说尽是正理,但不知圣人当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见不得。所以某于《春秋》不敢措一辞,正谓不敢臆度

尔。”在这里,朱熹似乎对胡安国《春秋传》是否符合圣人“原意”有所怀疑,但朱熹肯定胡安国“大纲说得正”,“所说尽是正

理”,这个意思朱熹在很多地方都有表达,从未含糊。 

18胡安国:《春秋传·序》。 

19《五峰学案》,《宋元学案》卷四十二,中华书局 1986年版,第 1366页。 

2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2—43页。 

2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9—40页。 

22陈代湘:《湖湘学案》第 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64—184页。 

23《湘学》第 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页。 

24楚国在先秦时期曾跻身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列,极盛时领有今湖北、湖南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四川、江西、安徽、江

苏、浙江、山东等省的一部或大部,政治和文化影响远及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泱泱大国。 

25《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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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4页。 

27《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上海古籍书店 1983年版,第 80页。 

28《楚辞》《淮南子》《庄子》为楚人所作,自不待言。《山海经》作者亦是楚人,见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

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7辑(复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9《鲁迅全集》第 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版,第 536页。 

30《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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